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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进程、教育同质性婚配与家庭收入差距*

王文涛 曹丹丹

摘要:市场化进程中教育同质性婚配回潮的现象愈发凸显,为诠释现代化过程中家庭收入差距

的演化规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再中心

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与教育同质性婚配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理论

假设。研究发现,教育同质性婚配在不同家庭间产生明显的“马太效应”,进而刺激家庭收入差距扩

大,而市场化的提升有助于弱化教育同质性婚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拉大效应。通过替换指标、更换

样本、分组回归等稳健性检验,本文结论依然成立。因此,政策导向应着力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

继续推进市场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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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正在持续发酵的经济社会转型和变革重塑着整个社会的婚姻匹配关系。在市场化转轨的发展

历程中,婚姻市场的匹配状态与模式不再仅仅局限为个人或家庭的生活质量问题,而是越来越成为

窥视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的重要窗口。因此,基于婚配模式变迁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

形成机理,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居民收入差距演化过程的理解,而且能够为优化收入分配提供更为细

致的微观证据与政策导向。
中国家庭的婚配模式伴随着市场化与现代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变迁过程。婚姻匹配在

本质上是个体为了获得家庭效用最大化而进行的理性化选择。现有的社会学文献通常将影响个人

地位获得与成就的因素划分为以家庭背景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和以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自致性

因素”,相应的婚姻匹配模式主要包括以先赋性因素为主的婚配模式与以自致性因素为主的婚配模

式(Bertrandetal,2015)。而且,婚配模式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发展阶段具有相异的表现形式。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家庭阶层、家族地位的“门当户对”为特征的模式曾主导社会的婚姻匹配,家庭和

家族普遍采用“包办制”与“家长制”的方式实现对子女择偶的控制。但是,随着市场化与工业化进

程,婚配观念中的先赋性因素的权重逐渐降低,而自致性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即婚配标准经历了

由先赋性因素向自致性因素不断变迁的过程(齐亚强、牛建林,2012)。特别地,婚姻市场参与者的性

别教育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新的特征化事实。伴随科教兴国战略与高校扩招政策

的实施,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性不断提升,尤其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教育的性别差异逐

渐缩小(宋健、范文婷,2017)①。随着高学历人口中女性所占比重的持续提高,女性的平均受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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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中国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中,男性所占的比

重从1998年的62.8%递减到2017年的51.9%,而女性所占的比重由1998年的37.2%不断攀升至2017年的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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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断提升,为教育的同质性婚配(即夫妻双方享有相同或相似的受教育程度)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

件,加上教育在促进人力资本形成与提升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独特优势,教育同质性婚配逐渐成为

近年来中国婚姻市场中的重要模式(李锋亮等,2016)。
随着婚配模式的变迁以及调查数据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实证角度考察教育同质性婚

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多以欧美发达国家为研究样本,并得到了较为矛盾的观点。
早期研究中,DiNardoetal(1996)提出一种半参数化方法分析了教育机会的普及所带来的劳动力市

场变化等因素对美国工资收入分布的影响。Kremer(1997)基于婚姻匹配动态模型的研究发现,20
世纪40-90年代教育同质性婚配模式的强化并未显著影响美国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但是,

Fern􀅡ndez&Rogerson(2001)、Schwartz& Mare(2005)却得到了不同的结论,即教育同质性婚配

现象的增加加剧了美国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随后研究中,学者多采用反事实模拟分析法和收

入不平等分解法研究教育婚配模式的变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不管在美国(Breen&
Salazar,2011)还是英国(Breen&Salazar,2010),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增长与女性教育获得及其婚

配模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究其原因,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与普及,低-低学历同类

婚配的比例会不断下降,抵消了高-高学历婚配所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Breen& Salazar,

2011)。但是,Breen& Andersen(2012)基于丹麦家庭数据的考察发现,教育的普及造成了教育同

质性婚配增加,并进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最新的研究中,Greenwoodetal(2016)构建了

一个包含婚姻、受教育程度和已婚女性劳动力参与的统一框架,弥补了常规的反事实分析法往往

忽视家庭内部分工的缺陷。采用美国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如果2005年的婚配模式是随机的,收
入基尼系数会由观测到的0.43下降为0.34(Greenwoodetal,2014)。存在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

表明,教育同质性婚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因研究对象不同而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Eikaetal,

2014)。
相较而言,国内学者关于教育同质性婚配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研究刚刚起步,相关的经验证据

仍然是凤毛麟角(朱梦冰,2017)。潘丽群等(2015)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和反事实分析方法的

研究发现,教育同质性婚配模式下的收入差距要明显大于随机婚配模式下的收入差距,且教育同质

性婚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逐年递增。李代(2017)基于反事实分析和模糊置换检验的研究

方法同样证实,教育同质性婚配会加剧家庭收入差距,即如果没有教育同质性婚配,中国2012年的

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程度将会下降5.1%~9.3%。此外,中国社会正经历由传统向现代快速变迁的过

程,而市场化改革是这一进程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但是,鲜有文献专门探讨教育同质性婚配对

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
本文采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市场化进程和教育同质性婚配

对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增量贡献主要表现为:(1)基于市场化

进程中的婚配模式变迁角度探索家庭收入差距的形成机理,为诠释现代化过程中家庭收入差距

的演化规律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拓展了收入差距理论的研究范畴;(2)采用新近发展起来的再

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不仅能够更为稳健地反映解释变量对家庭收入分布的边际影响,而
且能够有效弱化由遗漏变量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3)验证了市场化进程和教育同质性婚配对

家庭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为降低经济社会变迁背景下的收入差距找到了新的经验证据和决策

依据。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教育同质性婚配与家庭收入差距

婚姻匹配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婚姻不仅仅代表男女双方的结合,更意味着夫妻

双方家庭地位、社会资本等关系网络的交融与重构,并由此影响到宏观社会结构的演化。研究表明,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机婚配”假设并不符合婚姻市场运行的现实,人们在择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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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往往倾向于选择与自身特征相同或相似的异性结合,即“同质性婚配”①越来越成为婚姻行为中的

主要模式(Gunaydinetal,2018)。与传统社会注重家庭背景的“门当户对”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的婚

姻标准越来越以婚姻双方的个人能力与努力为主。其中,婚姻双方的教育匹配尤为重要。因此,在
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婚姻观念发生了向以受教育程度为主要匹配标准的变迁。

教育同质性婚配指个体在择偶过程中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受教育程度相同或相似的异性结合

(Breen&Salazar,2011)。近年来,教育同质性婚配模式不断强化,成为中国婚姻行为中的显著特征

之一。这种现象与趋势有其特殊的现实背景。其一,中国的家庭规模日益缩小,为家庭增加对子女

特别是女孩的教育投资提供了条件。随着子女数量的减少,家庭配置给女孩的教育支出日益增加,
从而提升女性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其二,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增加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进
一步收窄了教育的性别差异。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持续、大幅的教育资源扩张为女性带

来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促使高等教育的性别平等化日益成为现实(张兆曙、陈奇,2013)。其三,科教

兴国战略的施行加速了性别平等观念在全社会的传播,进而不断缩小男女的教育差异。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家庭的“门当户对”一直主导择偶规则。然而,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以及促进男女平等化

的努力,人们的择偶观和价值观出现明显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采用基于个体特征的婚配标准,尤
其是以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因素在婚配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作为社会流动性与社会开放性的重要体现,教育同质性婚配具有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内在机

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同质性婚配本身也是社会不平等自我复制与再生产的过程。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匹

配行为,人们的婚配不仅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同时更受到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影响。婚姻匹

配在本质上也是社会结构进行自我复制、建构与重塑的过程(李煜,2011)。因此,婚姻市场中的婚配

模式能够对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延续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如果是随机匹配模式,即婚姻的缔造完全由

当事人双方随机结合而成,那么,这样的婚配结果并不会对社会不平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在同

质性婚配模式下,男女双方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特征相同或相似的异性,这会强化社会阶层的经济

优势与劣势,并加剧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割程度。因此,教育同质性婚配会对不同教育层次的家

庭产生明显的“马太效应”,进而加剧家庭的收入差距(潘丽群等,2015)。
其次,教育同质性婚配是“阶层内婚制”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的维系与延续。“阶层内婚制”指的是

人们通常遵循在与自己的阶层相同或相近的群体中选择配偶的习惯(张翼,2003)。“阶层内婚制”一
方面激励来自上层阶层的个体倾向于在本阶层内婚配,另一方面歧视跨阶层婚配的“攀高枝”或“下
嫁”行为。因此,“阶层内婚制”成了一种维持并加剧社会结构固化的婚配模式(李静等,2015)。随着

现代社会对教育与人力资本重视程度的提高,教育的经济社会功能不断强化,越来越成为个人或家

庭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陈建伟,2015)。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受教育程度日益成为社会

阶层的重要表征②。因此,在教育同质性婚配模式驱动下,越来越多的个体在自己所属教育阶层的

群体中选择婚配对象,并由此带来新的社会结构固化态势。
最后,教育回报率的升高扩大了不同教育层次间的收入差距。据测算,中国教育回报率高达

10%~20%,并且增速要远远高于同期 OECD国家的水平(Barro& Lee,2013;Awaworyi& Mi-
shra,2014)。在教育存在“工资溢价”的情况下,理性的父母将增加对子女婚前的教育投资,以增强

子女尤其是女儿在婚姻上的竞争力与吸引力。此外,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增加也不断提升女性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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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了教育同质性婚配的概率。而且,教育回报率的递增趋势无形中导致不

同教育层次间“分割”现象的出现,受到高等教育的女性“下嫁”的成本不断增加,这促使教育同质性

婚配模式日益蔓延(朱梦冰,2017)。高等教育领域发生的“性别革命”深刻改变了女性在传统婚姻和

家庭中的角色定位,高学历的女性匹配高学历的男性、婚后的女性不退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现象

屡见不鲜①。因此,教育同质性婚配不断削弱社会的整体流动性与开放性,使家庭收入差距扩大。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1:教育同质性婚配引起家庭收入差距扩大。
(二)市场化进程与家庭收入差距

中国社会正经历由传统向现代快速变迁的进程,而市场化改革是这一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之

一。尽管教育投资与婚姻选择主要是家庭层面的微观决策,但是,宏观经济社会属性规定了家庭决

策所依赖的资源、观念与文化等要素,并最终影响到家庭的教育投资与婚姻匹配行为。因此,作为现

阶段中国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市场化进程能够发挥影响婚姻匹配与收入分配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市场化改革丰富了风险管理手段,稀释了婚姻的抗风险功能。在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

时期,人们应对不确定性的手段比较匮乏,此时的婚姻不仅仅意味着男女双方的结合,更兼具抵抗

社会风险的机制与功能,成为社会欠发达过程中风险分担的次优选择。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理论指

出,教育同质性婚配模式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呈现出“倒 U”型的发展趋势,即当经济发展到一

定程度之后,伴随社会财富的积累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个体通过婚姻维系社会经济地位的动

机不断弱化(Smitsetal,1998)。也就是说,市场机制的完善能够为人们提供包括金融保险、社会

保障等在内的多样化的风险分散手段,削弱了通过婚姻构筑的抗风险机制。因此,婚姻的经济优

势主要在贫困地区存在用武之地,而在市场化程度相对发达的地区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雷晓燕

等,2015)。
其次,市场化改革带来了择偶观念的变迁,有助于打破阶层内婚配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固化现象。

传统社会中“门当户对”择偶观念的盛行滋生了家长式和包办式的婚姻制度安排,不仅强调和鼓励阶

层内婚配模式,而且对下层社会成员的“高攀”行为无形中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成为阶层代际传

递和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主要机制(李煜,2011)。但是,与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相伴生的是社会流

动性的不断提高,传统的择偶模式在快速变迁的市场化进程中越来越难以奏效。因此,传统择偶观

念将在市场化潮流的冲击下日渐式微,这有助于打破阶层内婚姻的桎梏,并带来阶层间融合的不断

崛起。
最后,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家庭分工模式,弱化了对婚姻的经济功能的预期。在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下,女性往往被限定在家庭事务之中,因此婚后的女性通常会直接退出劳动

力市场,或从事即便退出劳动力市场也不会对人力资本产生过度负面影响的职业(Goldin& Katz,

2016)。但是,市场化改革同时也是市场化原则日益嵌入到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过程,深刻改变了传统

的婚姻匹配观念与家庭分工模式,女性的经济潜力不断被释放,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从事更具竞争

性的工作,并获得不低于男性同行的经济回报(Bertrandetal,2010)。因此,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能

够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取较高的收入回报,从而削弱了婚姻经济收益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市场化进程通过丰富家庭风险管理手段、促进择偶观念变迁、改变家庭分工模式等三

个机制,弱化了教育同质性婚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拉大效应。具体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据此,本文在假说1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假说2:市场化进程能够弱化教育同质性婚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拉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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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关于世界各国劳动参与率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力总量与劳动参与率双双位列

全球第一。其中,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达近70%,相比而言,同期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仅为58%,法国为

50%,印度更是只有28%。引自腾讯财经网站,https://finance.qq.com/a/20170708/0261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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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市场化进程弱化教育同质性婚配对家庭收入差距拉大效应的作用机制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所采用的实证数据来源于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目前,CGSS数据已成为探讨家庭收入及收入差距等中国经济社会问

题最权威的调查数据之一。
为了进一步剔除缺省值、无效值等对实证结果可能带来的干扰,本文依据以下的步骤对样本进

行筛选:(1)剔除家庭收入、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存在缺失的样本;(2)保留男性年龄在22~60岁之

间且女性年龄在20~55岁之间的样本①。经过上述的筛选过程,本文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量为

5015个家庭,覆盖除海南、西藏、新疆之外的28个省份。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与传统的OLS回归相比,由Firpoetal(2018)提出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的估计

结果更加稳健,而且能够有效弱化由遗漏变量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此外,RIF能够反映解释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分布统计量(均值、方差、基尼系数等)的边际影响,在对群体收入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具有其他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谢家智、王文涛,2016)。其中,基尼系数是度量收入差距最为常用

的指标,其计算公式②如下:

νGini(FY)=1-2μ-1R(FY)

满足:

R(FY)=∫
1

0
GL(p;FY)dp

GL(p;FY)=∫
F-1(p)

-∞
zdF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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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年龄划分的下限是中国的法定婚龄,上限是通常的退休年龄。这一条件保证了所选的样本都有资格进入婚姻

和劳动力市场,从而弱化了外生的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李代,2017)。
参见Firpoetal(2018)。



p=FY(y) (1)

定义基尼系数的影响函数如下:

IF(y;νGini)=A2(FY)+B2(FY)y+C2(y;FY)

满足:

A2(FY)=2μ-1R(FY)

B2(FY)=2μ-2R(FY)

C2(y;FY)=-2μ-1[y[1-p(y)]+GL(p(y);FY)] (2)

在式(1)和式(2)的基础上可以得到基尼系数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为:

RIF(y;νGini)=1+B2(FY)y+C2(y;FY) (3)

在式(1)~(3)中,νGini为收入分布FY 所对应的基尼系数;μ为总体收入的期望;GL为广义洛伦兹曲

线;R为广义洛伦兹曲线在[0,1]上的积分;p为收入分布FY 对应的不高于收入水平y的累积人口比

例;IF为基尼系数νGini所对应的影响函数;A2、B2、C2 是通过广义洛伦兹曲线构造出的函数形式。
将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教育同质性婚配等为解释变量进行RIF回归,可以

找出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因此,在RIF回归方法的框架下,本文借鉴Breen& Andersen
(2012)、李代(2017)等文献的做法,构建家庭收入差距基准模型如下:

Gini(Income)=α+β1Edu+βX +μj+ε (4)

上式中,Gini(Income)为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基尼系数,Edu为教育同质性婚配,X 为一系列控

制变量,μj 为省份虚拟变量。其中,遵循潘丽群等(2015)、李代(2017)等文献的做法,本文将教育层

次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高中以下(包括文盲、私塾、扫盲班、小学、初中)、高中(包括职业高中、普通

高中、中专、技校)、大学(包括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定义夫妻双方处于同一教育层

次的为教育同质性婚配,即Edu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通过回归得到教育同质性婚配(Edu)的估

计系数β1,可以对本文的研究假说1进行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说2,即市场化进程能够弱化教育同质性婚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拉大效

应,本文在基准模型式(4)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市场化进程变量(Mar)以及教育同质性婚配与市场

化进程的交叉项(Edu·Mar),从而得到:

Gini(Income)=α+β1Edu+β2Mar+β3Edu·Mar+βX +μj+ε (5)

其中,市场化程度(Mar)通过王小鲁等(2017)提出的“市场化指数”进行量化。此外,为了减弱

异常值可能产生的计量偏差问题,本文将各地区2008-2014年市场化指数的平均值作为该地区市

场化程度(Mar)的指标①。如果本文的研究假说成立,即教育同质性婚配扩大家庭收入差距,而市场

化进程有助于弱化这种拉大效应,那么,预期β1 将显著为正,而β3 为显著的负值。变量的具体设定

与赋值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设定与赋值方法

变量 符号 描述 赋值

家庭收入 Income 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值 具体数值

教育同质性婚配 Edu 夫妻双方最高受教育程度比较 夫妻双方教育层次相同=1,否则=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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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采用王小鲁等(2017)构建的“市场化指数”作为地区层面的市场化进程量化指标,在学

术界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另一方面,由于本文使用的实证数据CGSS在发布过程中并未披露省级以下地址的有效信

息,因此我们无法将样本与城市或区县进行匹配,进而难以构造出市级或县(区)级的市场化度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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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符号 描述 赋值

市场化进程 Mar 2008-2014年市场化指数平均值 具体数值

房产数量 Est 您家现拥有几处房产? 具体数值

金融投资 Fin 您家是否从事金融投资活动? 是=1,否=0
户主年龄 Age 户主的年龄 2015-出生年份

社会信任 Tru
总的来说,您是否认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
是可信任的?

非常不同意=1,…,非常同意=5

政治面貌 Pol 您目前的政治面貌是? 党员=1,非党员=0

宗教信仰 Rel 您是否有宗教信仰? 是=1,否=0

户主受教育程度 Eduh 户主的最高受教育程度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1,…,研究生及 以 上

=13

户主职业 Work 户主是否有过非农工作经历 是=1,否=0

劳动分工 Labor
对“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的认
可程度

完全不同意=1,…,完全同意=5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DLI
2008-2014年 地 区 发 展 与 民 生 指 数 的 平
均值

具体数值

  
(三)描述性统计

表2汇总的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值(Income)的平均值为

9.5346,但不同家庭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其最小值为0,而最大值达到15.4159;平均而言,近
74.3%的家庭是教育同质性婚配模式,即夫妻的受教育程度相同,这说明现阶段中国的婚姻以教育

同质性婚配模式为主导;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Mar)存在显著差异,市场化程度最低的为2.6871,而
最高的市场化程度达到了9.0271。

表2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come 5015 9.5346 1.4353 0.0000 15.4159

Edu 5015 0.7426 0.4373 0.0000 1.0000

Mar 5015 6.3732 1.3847 2.6871 9.0271

Est 5015 1.1220 0.6027 0.0000 14.0000

Fin 5015 0.0923 0.2895 0.0000 1.0000

Age 5015 43.1121 9.2186 22.0000 62.0000

Tru 5015 3.4259 0.9738 1.0000 5.0000

Pol 5015 0.0875 0.2826 0.0000 1.0000

Rel 5015 0.1129 0.3165 0.0000 1.0000

Eduh 5015 5.2044 2.9341 1.0000 13.0000

Work 5015 0.7396 0.4389 0.0000 1.0000

Labor 5015 3.3709 1.1750 1.0000 5.0000

DLI 5015 61.2487 9.3622 47.1617 86.9117

  
表3汇报的是各地区的人均收入对数值(Income)、教育同质性婚配(Edu)、市场化进程(Mar)的

平均值。结果显示,上海的人均收入对数值最高,达到了10.8405,而云南的人均收入水平最低。教

育同质性婚配的家庭比例最高的地区为云南,受调查样本中有近87.4%的家庭为教育同质性婚配模

式;而湖南家庭的教育同质性婚配比例最低,仅有约63.2%的家庭为教育同质性婚配模式。江苏享

有最高的市场化程度(9.0271),而青海的市场化程度最低(2.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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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本文核心变量平均值的区域差异

省份 Income Edu Mar 省份 Income Edu Mar

安徽 9.4609 0.8090 6.4629 江西 9.3994 0.7573 5.8557

北京 10.3973 0.6750 8.0214 辽宁 9.7466 0.7345 6.5971

福建 10.0911 0.6838 7.0986 内蒙古 9.4383 0.7174 4.9457

甘肃 9.1323 0.7264 3.6614 宁夏 8.8607 0.8305 4.3800

广东 10.1798 0.6987 8.1686 青海 9.1921 0.6786 2.6871

广西 8.7400 0.7143 5.8229 山东 9.6456 0.7404 7.2571

贵州 9.6861 0.8142 4.2529 山西 9.4824 0.7071 4.7343

河北 9.2396 0.6786 5.6014 陕西 9.3202 0.7797 4.8871

河南 9.1190 0.7652 6.3943 上海 10.8405 0.6645 8.7486

黑龙江 9.1477 0.7811 5.4514 四川 9.3408 0.8233 6.0500

湖北 9.4544 0.7212 6.1257 天津 10.0620 0.6571 7.8129

湖南 9.4438 0.6321 5.7600 云南 8.7049 0.8736 4.7500

吉林 9.4371 0.7830 5.9443 浙江 10.1646 0.7459 8.7186

江苏 9.8425 0.7040 9.0271 重庆 8.9232 0.8584 6.6057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教育同质性婚配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Firpoetal(2018)提出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实证检验教育同质性婚

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此外,为了进一步增强统计推断的效能,本文在回归过程中均进行200
次Bootstrap重复抽样。表4是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衡量指标的家庭收入差距模型的RIF估计

结果。教育同质性婚配(Edu)的估计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为正,并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
表明教育同质性婚配模式的盛行产生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刺激了家庭收入差距

的扩大,即验证了本文的假说1。
控制变量中,金融投资(Fin)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家庭从事金融投资

活动的差异影响到了家庭财富的积累速度,并由此带来了居民收入的异化(王文涛、谢家智,2017)。
户主年龄(Ag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显示出年龄是一个扩大家庭收入差距的因素。由于个体的年

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个体参与劳动的“经验”(Jeongetal,2015),因此,这一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

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以经验优势代替学历劣势的现象。社会信任(Tru)与政治面貌(Pol)的估计系数

均显著为负,说明培育社会的信任氛围以及拥有党员身份有利于缩减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DLI)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显示出促进各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

有助于收窄家庭收入差距状况。

表4 教育同质性婚配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Edu 0.0091***
(2.85)

0.0092***
(2.86)

0.0095***
(3.01)

0.0092***
(3.00)

0.0091***
(2.66)

0.0091***
(2.64)

0.0093***
(2.86)

0.0095***
(2.84)

Est
0.0022
(1.04)

0.0014
(0.61)

0.0018
(0.82)

0.0018
(0.84)

0.0018
(0.75)

0.0019
(0.81)

0.0020
(0.78)

Fin 0.0122***
(2.72)

0.0138***
(3.20)

0.0137***
(3.49)

0.0136***
(2.87)

0.0135***
(3.22)

0.0136***
(3.10)

Age
0.0004**
(2.33)

0.0004**
(2.42)

0.0004**
(2.51)

0.0004***
(2.77)

0.0004***
(2.68)

0.0004**
(2.45)

Tru -0.0037*
(-1.87)

-0.0037**
(-1.97)

-0.0037**
(-1.97)

-0.0037**
(-2.06)

-0.0037**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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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Pol -0.0097***
(-3.35)

-0.0095***
(-3.38)

-0.0096***
(-2.97)

-0.0096***
(-3.46)

-0.0089***
(-2.97)

Rel
0.0030
(0.58)

0.0029
(0.58)

0.0030
(0.60)

0.0025
(0.52)

Eduh
0.0000
(0.06)

-0.0002
(-0.35)

-0.0000
(-0.02)

0.0005
(0.69)

Work
0.0042
(1.15)

0.0049
(1.30)

0.0067*
(1.77)

Labor 0.0024*
(1.77)

0.0025*
(1.73)

DLI -0.0005***
(-3.74)

Cons 0.0629***
(20.38)

0.0604***
(17.62)

0.0427***
(5.41)

0.0541***
(5.72)

0.0539***
(5.30)

0.0520***
(5.44)

0.0420***
(3.57)

0.0713***
(4.84)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R2 0.0009 0.0009 0.0026 0.0040 0.0036 0.0037 0.0041 0.0058

F统计量 3.37** 2.50*** 3.62*** 3.85*** 3.03*** 2.85*** 2.88*** 3.44***

样本量 5015 5015 5015 5015 5015 5015 5015 5015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相应变量的t统计量,下同。

(二)市场化进程的影响

为了对假说2进行验证,即市场化进程能够弱化教育同质性婚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拉大效应,
本文引入教育同质性婚配与市场化进程的交叉项(Edu·Mar),相应的RIF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结果显示,教育同质性婚配(Edu)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而教育同质性婚配与市场化进程的交

叉项(Edu·Mar)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教育同质性婚配刺激了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市

场化进程的提升有助于减弱教育同质性婚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这种拉大效应,这证实了假说2。为

了进一步明晰市场化进程的作用机制,本文按照市场化指数的构成,将“市场化总指数”分解为“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指数”“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指数”“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指

数”“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等五个分指数,分别考察各个分项指数的影响,相应

的估计结果分别汇总为如模型(10)~(14)所示。结果显示,教育同质性婚配(Edu)的估计系数在大

部分模型中依然是显著的正值,而教育同质性婚配与市场化进程的交叉项(Edu·Mar)的估计系数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指数”三个分指数的结

果中显著为负,而在“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指数”“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两个分

指数的结果中不显著。这说明市场化进程改善教育同质性婚配扩大家庭收入差距主要依托于良好

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快速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完善的产品市场发育。

表5 市场化进程的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市场化总指数 市场化指数的各项分指数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Edu 0.0503***
(3.08)

0.0519**
(2.49)

0.0542***
(4.24)

0.0854**
(2.47)

0.0043
(0.41)

0.0198***
(2.90)

Mar
0.0027
(0.92)

0.0024
(0.81)

0.0025
(1.54)

0.0027
(0.78)

0.0000
(0.02)

0.0017
(1.63)

Edu·Mar -0.0063**
(-2.48)

-0.0062**
(-2.01)

-0.0065***
(-3.40)

-0.0095**
(-2.20)

0.0010
(0.53)

-0.0019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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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变量
市场化总指数 市场化指数的各项分指数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Est
0.0021
(0.89)

0.0021
(0.96)

0.0023
(1.04)

0.0017
(0.81)

0.0020
(0.88)

0.0020
(0.92)

Fin 0.0137***
(2.89)

0.0134***
(2.87)

0.0127***
(2.80)

0.0124***
(2.79)

0.0133***
(2.97)

0.0130***
(3.20)

Age
0.0004***
(2.65)

0.0004***
(2.64)

0.0004**
(2.36)

0.0004***
(2.62)

0.0004**
(2.28)

0.0004***
(2.37)

Tru -0.0037*
(-1.85)

-0.0037**
(-2.10)

-0.0037**
(-2.02)

-0.0038**
(-2.24)

-0.0037*
(-1.88)

-0.0037**
(-1.98)

Pol -0.0087***
(-2.94)

-0.0091***
(-3.10)

-0.0092***
(-3.01)

-0.0095***
(-3.13)

-0.0090***
(-3.07)

-0.0085***
(-3.05)

Rel
0.0020
(0.41)

0.0019
(0.41)

0.0022
(0.45)

0.0022
(0.44)

0.0028
(0.54)

0.0026
(0.51)

Eduh
0.0005
(0.74)

0.0005
(0.83)

0.0004
(0.65)

0.0004
(0.66)

0.0005
(0.69)

0.0005
(0.78)

Work 0.0066*
(1.73)

0.0067*
(1.73)

0.0069*
(1.66)

0.0069*
(1.84)

0.0067*
(1.74)

0.0066*
(1.76)

Labor
0.0025
(1.61)

0.0025*
(1.88)

0.0025
(1.65)

0.0025*
(1.79)

0.0025
(1.63)

0.0025*
(1.77)

DLI -0.0005***
(-3.90)

-0.0005***
(-3.93)

-0.0005***
(-3.65)

-0.0005***
(-4.23)

-0.0005***
(-3.93)

-0.0005***
(-4.07)

Cons 0.0522**
(2.31)

0.0540**
(2.46)

0.0519***
(3.22)

0.0489
(1.63)

0.0717***
(4.37)

0.0628***
(4.50)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R2 0.0070 0.0067 0.0091 0.0085 0.0055 0.0061

F统计量 3.51*** 3.40*** 4.30*** 4.07*** 2.98*** 3.19***

样本量 5015 5015 5015 5015 5015 5015

  注:模型(9)~模型(14)中的市场化进程(Mar)的度量指标分别为“市场化总指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非

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指数”“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指数”“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

境指数”。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以下多种稳健性检验:
(1)在教育婚配模式的研究中,对受教育水平的划分标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Wong,2003)。

因此,借鉴Hu&Qian(2015)的做法,本文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对个体的教育层次进行重新划分:其
一,将个体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三种,即高中以下(包括文盲、私塾、扫盲班、小学、初中)、高中

(包括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大学及以上(包括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其
二,将个体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六种,即小学及以下(包括文盲、私塾、扫盲班、小学)、初中、高中

(包括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专科、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分别定义夫妻双方处于同一教

育层次的为教育同质性婚配,即将Edu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在婚姻决策具有选择性这一事实前提下,未婚样本将不再是总体的随机性样本。因此,本文

进一步加入未婚样本进行回归。
(3)考虑到家庭消费规模经济的存在,本文借鉴Breen&Salazar(2011)、Breen& Andersen

(2012)等文献的做法,采用等值折算因子对不同规模家庭的收入进行调整。
(4)为了控制地区信息化发展程度差异对婚姻匹配模式与家庭收入差距可能产生的内生性影

响,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信息化统计评价研究组(2011)提出的“信息化发展指数”作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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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分组的依据。以信息化发展指数的中位数作为临界点,高于该临界值的省份划归为信息化程度高

的区域,IDI赋值为1;反之则为信息化程度低的区域,IDI赋值为0。
(5)为了消除只使用单一年份数据可能产生的选择性偏误问题,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3年的数据重新进行估计。其中,样本筛选、变量设定、估计技术等与前文保持一致。
相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汇总为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教育同质性婚配(Edu)的估计系数在所

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而教育同质性婚配与市场化进程的交叉项(Edu·Mar)的估计系数在所有模

型中均为显著的负值。这表明教育同质性婚配存在“马太效应”,刺激了家庭收入差距的恶化,但市

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弱化这种扩大效应。也就是说,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6 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组别 教育层次分为三种 教育层次分为六种 加入未婚样本 等值折算因子调整 控制信息化程度 使用2013年数据

变量 模型(15) 模型(16) 模型(17) 模型(18) 模型(19) 模型(20)

Edu 0.0403**
(2.42)

0.0271*
(1.87)

0.0739***
(3.37)

2.7337*
(1.92)

0.0501***
(2.65)

0.0158**
(2.17)

Mar
0.0013
(0.53)

0.0002
(0.08)

0.0056
(1.46)

0.3207
(1.52)

0.0031
(1.15)

0.0007
(0.59)

Edu·Mar -0.0044*
(-1.75)

-0.0037*
(-1.66)

-0.0073**
(-2.10)

-0.3851*
(-1.79)

-0.0063**
(-2.10)

-0.0022**
(-2.17)

Est
0.0021
(0.82)

0.0021
(0.82)

0.0010
(0.29)

0.0982
(0.44)

0.0020
(0.96)

0.0064***
(3.28)

Fin 0.0138**
(2.49)

0.0134**
(2.43)

0.0129
(1.57)

0.5846
(1.22)

0.0138***
(3.17)

0.0164***
(5.52)

Age
0.0004***
(2.56)

0.0004***
(2.67)

-0.0024***
(-9.30)

0.0280*
(1.93)

0.0004***
(2.57)

0.0002**
(2.07)

Tru -0.0037**
(-2.36)

-0.0037**
(-2.33)

-0.0012
(-0.52)

-0.4105***
(-3.00)

-0.0037**
(-2.09)

0.0012
(1.54)

Pol
-0.0088
(-1.58)

-0.0096*
(-1.74)

-0.0087
(-1.38)

-0.6500
(-1.36)

-0.0084***
(-3.07)

-0.0024
(-0.94)

Rel
0.0019
(0.39)

0.0025
(0.52)

-0.0056
(-1.01)

-0.0161
(-0.04)

0.0019
(0.40)

0.0023
(0.79)

Eduh
0.0005
(0.76)

0.0005
(0.76)

0.0103***
(10.41)

0.0448
(0.87)

0.0005
(0.73)

0.0004
(1.12)

Work 0.0067*
(1.75)

0.0065*
(1.69)

-0.0694***
(-9.91)

0.6665**
(2.00)

0.0065*
(1.66)

-0.0171***
(-6.67)

Labor 0.0025*
(1.86)

0.0024*
(1.77)

-0.0031
(-1.53)

0.1798
(1.53)

0.0025*
(1.79)

0.0015*
(1.91)

DLI -0.0005***
(-3.08)

-0.0005***
(-3.01)

-0.0003
(-0.65)

-0.0476***
(-3.14)

-0.0005***
(-3.82)

-0.0001
(-0.67)

IDI
-0.0028
(-0.73)

Cons 0.0593***
(2.82)

0.0731***
(3.84)

0.1594***
(5.55)

1.4626
(0.81)

0.0514**
(2.38)

0.0436***
(4.61)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R2 0.0070 0.0050 0.0829 0.0040 0.0069 0.0233

F统计量 3.53*** 2.81*** 37.96*** 2.43*** 3.31*** 10.06***

样本量 5015 5015 5724 5015 5015 5321

  

五、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家庭收入差距的演变具有丰富的参考价值。家庭收入差距的形成与

演变应关注市场化进程中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特别要注重市场化机制的完善。首先,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教育同质性婚配扩大家庭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在于,婚姻往往承担了应对外部风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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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社会保障的体制机制,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并着力

促进教育的普惠性发展,降低家庭的生存风险与生活成本。其次,倡导多元婚姻观念。现代化进程

中婚配观念的重塑需要文明新风的感化,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婚配观念也要逐渐摒弃。学校应强化

树立正确的个人、家庭发展观的教育,市场化进程中也要通过社会媒介积极传递、宣传这些价值观。
最后,推进市场文化建设。建立在市场化机制基础上的文化属性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
对女性生产能力与创新能力的释放大有助益。因此,政府应从制度层面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性

别歧视现象,建立并完善女性职工生育保险制度,切实保障女性的受教育权利和平等竞争的劳动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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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zationProcess,EducationalAssortativeMatingandHouseholdIncomeInequality

WANGWentao1 CAODandan2

(1.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China;2.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China)

  Abstract:TheresurgenceofeducationalassortativematinginChinesemarriagemarketprovidesanewresearch

perspectiveforinterpretingtheevolutionofhouseholdincomeinequalityintheprocessofmodernization.Basedondata
fromthe2015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andtherecenteredinfluencefunctionregressionapproach,theinfluence
ofmarketizationprocessandeducationalassortativematingonhouseholdincomeinequalityisexamined.Theresults
showthateducationalassortativematinghasasignificant“Mattheweffect”amongdifferentfamilies,whichinturn
leadstothewideningofincomeinequality.However,thepromotionofthemarketizationprocesstendstoweakenthe
wideningeffectofeducationalassortativematingonincomeinequality.Differentindicesandsamplesaswellasaddi-
tionalcontrolvariablearetriedasrobustnesstests,theresultsofwhichindicatethattheconclusionsstillhold.There-
fore,thepolicyfocusshouldbeonimprovingthesocialsecuritysystemandcontinuingtopromotethemarket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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